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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极端情绪表达和传播的文化差异： 

辩证思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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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舆论环境中, 极端情绪的表达和传播容易导致谣言泛滥、社会矛盾升级等一系列负面效应。文

化心理学研究发现, 与西方文化相比, 中国和东亚文化鼓励辩证思维(Dialectical Thinking), 更容易接受矛盾

的信息、观点和情感。这一文化差异可能影响个体的网络情绪和行为, 即辩证思维可能可以减少网络上极端

情绪的表达和传播, 以及调控网络极端情绪导致的负面效应(如导致群体态度分裂)。这一构想力图结合中国民

众的心理情绪特点为网络极端情绪的表达和传播规律提供理论解释, 以期为政府管理部门把握网民心理、调

控民众心态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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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根据《2023 年全球数字报告》(Digital 2023 

Global Overview Report)**显示, 目前全球有 51.6

亿互联网用户, 超过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二。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

至 2023 年 12 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 亿人, 互

联网普及率达 77.5%。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及

其社会影响力的日益扩大,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

们获取信息、表达意见和社交互动的重要场所 , 

公众言论之活跃和网络情绪之亢奋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 

一方面, 网络为公民参与社会议题、表达自

身诉求提供了自由开放的平台, 促进了社会问题

的反映和解决。另一方面, 近年来公众的情绪,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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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极端情绪在网络空间的非理性表达和传播也

导致了谣言泛滥、网络暴力、社会矛盾升级等一

系列负面效应, 并一定程度上危及社会的和谐稳

定。研究表明, 在社交媒体上带有情绪的话题更

容易获得关注和传播(Brady et al., 2017), 而极端

负面情绪在网络的传播也可能助长虚假信息在网

络上的泛滥(Vosoughi et al., 2018)。因此, 如何疏

导网络极端情绪已经成为政府管理和科学研究都

关注的热点问题。 

公众作为网络行为的主体, 是网络极端情绪

传播最根本的一环。人们在网络上选择极端情绪

进行表达和传播的情绪心理和决策过程是怎样的, 

会受到哪些心理因素(如思维方式、情感偏好、表

达习惯等)的影响？这些问题还有待深入探究。本

研究旨在考察网络情绪表达和传播可能存在的文化

差异 , 并以中国文化特有的辩证思维 (Dialectical 

Thinking; Peng & Nisbett, 1999)为切入点, 探讨人

们表达和传播网络极端情绪的心理机制和决策过

程如何受到辩证思维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本研

究进一步提出辩证思维可能对减少网络极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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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和传播起到调控作用, 期望可以通过网民情

绪调控降低网络极端情绪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 , 

促进理性平和社会心态的构建。 

2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述评 

2.1  网络情绪传播研究 

情绪传播(Emotion Contagion, 也称作情绪感

染)是指人们的情绪状态可以通过表达自身情绪

来传递给他人, 使得他人也产生相似情绪的现象

(Hess & Fischer, 2014)。传统的情绪心理学研究一

般考察人们在直接接触和面对面交流过程中的情

绪表达和传播规律(左世江 等, 2014)。近年来, 随

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

人们在网络分享和互动中发生的情绪表达和传播

(Goldenberg & Gross, 2020)。 

现有的网络情绪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对

网民言论进行文本内容挖掘或情感分析, 来考察

人们在网络上的情绪表达; 同时, 通过测量网络

言论获得的关注度(如点赞、评论次数)和传播度

(如转发次数), 或通过社会网络分析 , 来考察情

绪在网络上的传播模式和演化规律。大量研究发

现, 情绪对网络上的言论表达和信息传播都起着

关键性作用(Goldenberg & Gross, 2020)。 

首先, 人们在网络上发布的内容会受到他们

先前看过的情感信息的影响。例如, 2014 年发表

的一项研究发现, 通过 Facebook 的后台算法向用

户推送积极或消极的情绪的内容会相应地影响这

些用户随后发布的内容, 即接收到积极(消极)内

容的用户会发布更多积极 (消极 )情绪 (Kramer 

et al., 2014)。另外, 如上文提到, 研究发现带有情

绪词汇或情感信息的内容更容易在社交网站上得

到关注和传播 , 如获得更多点赞和转发 (Brady 

et al., 2017)。 

其次, 网络情绪的表达和传播还会影响到人

们后续的态度、决策和行为。除了上文提到的带

有情绪的言论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黄璐 等, 2016), 网络情绪的传播常常会伴随谣

言散播、群体极化、政治分裂等现象 (见综述

Iandoli et al., 2021)。例如, 研究发现, 比起真实信

息 , 谣言等虚假信息的评论中带有更多表达恐

惧、反感、惊奇等情绪的词汇, 而此类情绪化表

达则可能是这些虚假信息得到更多转发的原因

(Vosoughi et al., 2018)。在网络舆论事件当中, 情

绪化言论的表达及其传播往往使得人们的立场和

观点更加极端 , 从而可能导致群体内同质性升

高、群体间更分裂的现象(Crockett, 2017)。 

2.2  网络中极端情绪的传播 

现有研究中, 极端情绪一般通过测量网络言

论当中情绪的极性(Valence, 也称作效价, 即情绪

是积极还是消极)以及情绪的强度(Intensity)来衡

量。研究发现, 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 随

着信息内容的情绪强度增大(即情绪更极端), 信

息获得点赞和转发的概率都会更高 (Fan et al., 

2016; Goldenberg & Gross, 2020; Schöne et al., 

2021, 2023)。因此, 学者提出, 网络情绪的表达越

激烈、极端, 情绪在网络的传播就会越迅速、广

泛, 导致情绪在网络舆论环境中发酵(Goldenberg 

& Willer, 2023)。 

在极端情绪的影响方面, 最新研究表明, 即

使立场相同, 人们也会更倾向于选择表达极端情

绪的个体作为自己的社交对象, 从而导致群体极

化现象(Goldenberg et al., 2022)。同时, 也有研究

通过 Google Books Ngram 数据对 1850~2019 年的

英文和西班牙文书籍进行考察, 发现约从 2007 开

始, 情绪相关的词汇急剧增加而事实性相关的词

汇急剧减少, 表明人们的情绪化(非理性化)表达

可能有加剧的趋势(Scheffer et al., 2021)。另外, 最

新研究发现, 过度解读和放大信息当中的情绪强

度是网络上政治态度极化的机制之一(Brady et al., 

2023)。总体而言, 现有研究发现表明, 表达极端

情绪的言论在网络上传播得更快, 而极端情绪的

传播则会带来一些负面后果。 

2.3  现有网络情绪传播研究存在的问题 

虽然学术界已有较多关于网络情绪传播的研

究, 但目前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 现有研究

大多关注于宏观理论和现象层面, 着重描述和分

析网络传播的过程和演化规律, 缺乏从微观领域

的心理学角度来深入剖析网民参与网络情绪传播

的内在动因和决策过程, 例如个体的心理特质(如

动机、价值观等)如何影响网络情绪的表达和传播。 

其次, 目前国际学术界对网络情绪传播的研

究多数基于西方文化和政治情景, 研究的对象和

数据主要源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这些发现

和结论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社会的网络情绪现象。  

最后, 针对中国文化和国情的研究还相对缺

乏。国内结合情绪心理学考察网络情绪传播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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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规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相对较少, 多数研究

局限于对某特定舆论事件的分析和讨论或在应用

领域对数据现象进行描述(王佳佳, 邱小燕, 2021; 

张晓辉 等, 2022; 张亚明 等, 2023)。 

针对上述局限, 本研究结合心理学对情绪和

文化的理论构建, 探讨网络情绪的表达和传播可

能存在的文化差异, 并聚焦根植于中国和东亚文

化特有的辩证思维, 构建辩证思维对网络情绪表

达和传播的作用机制的理论模型。 

3  理论建构 

3.1  文化在辩证思维上的差异 

文化心理学研究发现, 不同社会和文化下的

个体因受到各自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影响, 会在

认知、情绪和行为上均表现出差异性 (Spencer- 

Rodgers et al., 2010)。与本研究关注的极端情绪直

接相关的, 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事物的方式上存

在的差异。研究表明, 中国和东亚文化下的人们

受到古代中国儒、释、道思想的影响, 认知世界

和事物的方式具有“辩证”思维的特点(Dialectical 

Thinking, 或 Naïve Dialecticism, Peng & Nisbett, 

1999), 强调变化、整体性和矛盾性, 认为世间事

物的状态是不断变化的, 事物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可以和谐地共存 , 而且事物之间存在普遍联系

(Peng & Nisbett, 1999)。例如中国古语“祸兮福所

倚, 福兮祸所伏”, 就强调事物的积极和消极属性

可能相互依存、转化。与之相反, 西方欧美文化

根植于古希腊智慧, 认知方式倾向于“线性”思维

(Linear Thinking)。这种思维模式强调事物内部的

一致性和稳定性, 即使有矛盾和冲突也是暂时的, 

最后会被整合和解决(Peng & Nisbett, 1999)。例如, 

早期西方心理学理论就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构

建在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 认为情绪的两种极性

一定是对立的, 不可能同时存在(Russell, 1980)。 

大量研究发现受到文化影响的辩证思维和线

性思维体现了个体在认识世界和其本质的朴素认

识论, 对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都有着广泛影

响。关于自我认知的研究发现, 低辩证思维的欧

美人倾向于对自我和内群体成员有积极的评价 , 

而东亚人受到辩证思维的影响, 对自我和内群体

成员经常有着既积极又消极的矛盾的评价 (Ma- 

Kellams et al., 2011; Spencer-Rodgers et al., 2009)。

还有研究发现, 辩证思维可以影响个体的创造性

思维和行为表现(Chua et al., 2022; Paletz & Peng, 

2009; Yang et al., 2010)。由于辩证思维能力较高的

人比辩证思维能力较低的人更容易承认和接受表

面上的矛盾, 辩证思维能力较高的人在应对不同

压力事件时 , 往往表现出更大的应对灵活性

(Cheng, 2009)。下面我们将重点论述与本研究相

关的辩证思维对个体情绪的影响。 

3.2  辩证思维对极端情绪的影响 

如上文提到, 在网络情绪研究当中, 情绪的

极端程度一般通过分别对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强度

来进行测量。单一效价的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的

强度越大, 则越极化。在情绪心理学研究当中, 没

有针对“极化情绪”提出心理学概念和意义。但是, 

在情绪心理学研究中 , 有一系列研究针对“混合

情绪”这种情绪现象进行考察 , 并提出相应的心

理学概念和理论。 

混合情绪(Balanced Emotion/Mixed Emotion, 

也有研究称为 Emotional Complexity), 是指人们

能同时体验到积极和消极这两种矛盾情绪的特定

情绪体验(Larsen et al., 2001)。研究发现, 当人们

面对一些复杂的社会情境时, 由于情境本身对个

体同时有着积极和消极的意义, 个体就会体验到

混合情绪。例如, 大学生面临毕业, 对校园的不舍

和对新生活的憧憬会使他们体验到既难过又充满

希望的混合情绪体验 (Ersner-Hershfield et al., 

2008)。混合情绪的概念强调, 相反效价的积极和

消极情绪并非“非此即彼”, 而是可以共存。对于混

合情绪的操作化定义, 学界一般通过个体分别报

告的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强度得分, 计算出情绪的

混合程度。例如, 其中一个广泛使用的混合情绪

指标是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得分的差值绝对值 , 

|PA−NA|, 该数值越小, 表明个体体验到的积极情

绪和消极情绪的程度相当, 情绪体验更混合, 而

该数值越大, 即代表个体的情绪体验偏向积极或

消极一方, 情绪体验越不混合(其他计算指标见综

述 Grossmann et al., 2016)。 

基于这些研究对极端情绪和混合情绪的定义

和理解, 本研究将极端情绪与混合情绪定义为一

对相反的概念, 情绪的极化程度越高(即单一的积

极情绪或消极情绪强度大), 意味着情绪的混合程

度越低(即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共存程度越低)。如果

个体同时体验到积极和消极情绪, 其情绪体验更

混合, 更不极端。对于这种同时体验到积极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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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情绪的体验, 无论积极、消极情绪强度的高低, 

都属于混合情绪体验(Miyamoto et al., 2010)。下面

将对混合情绪及辨证思维的相关研究进行介绍 , 

并以此作为本研究关注的极端情绪的理论和方法

依据。 

大量跨文化研究对于个体的混合情绪体验进

行了考察, 发现相比西方文化, 在东亚文化下人们

的混合情绪体验更为普遍 (Spencer-Rodgers et al., 

2010)。例如, Schimmack 等人(2002)通过问卷调查

发现辩证思维水平高的人们会有更多混合情绪体

验, 而 Spencer-Roger 等人(2010)发现实验操控辩

证思维也会增加个体的混合情绪体验。研究进一

步发现, 导致混合情绪上的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

因素就是东西方文化在辩证/线性思维上的差异。

东亚人的认知倾向“辩证”思维特点, 强调事物的

变化和矛盾, 矛盾的事物、现象可以和谐地存在

(Peng & Nisbett, 1999)。这种对明显的矛盾事物的

接纳观点使得东方文化的人们更可能同时考虑事

件的不同方面, 从而体验到矛盾的、相反效价的

情绪。受到线性模式的影响, 西方文化个体倾向

于从情绪事件的单一方面进行评价和分析, 并且

认为混合情绪体验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出现

(Goetz et al., 2008)。因此, 除了一些特定的情境会

使西方文化个体体验到混合情绪, (如上文提到的

毕业、搬家), 在其他大多数事件下, 西方个体体

验的情绪效价都是单一的, 而不是混合的。 

3.3  辩证思维如何影响网络情绪的表达和传播 

虽然上述提到有比较多研究考察了辩证思维

如何影响混合情绪从而导致情绪的文化差异, 但

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个体的主观混合情绪体

验。这种主观情绪体验是否会被个体表达, 是否

会在网络上得到传播 , 是否也会受到文化价值

观、辩证思维的影响, 据我们所知, 还没有研究对

这些问题进行考察。因此, 本研究重点关注个体

在网络上是否会表达和传播混合情绪, 以及这些

行为是否会受到辩证思维的影响。 

人们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存在文化差异是

因为文化的影响广泛存在于人们的隐性认知和思

维系统中(Hong et al., 2000)。因此, 我们认为个体

在网络上的心理和行为也应受到其基础认知和思

维系统的影响, 导致人们在网络上的情绪表达和

传播产生一定的文化差异。中国和东亚文化的辩

证思维特点则会影响人们在网络上表达和传播极

端情绪, 具体表现在情绪的主观体验、表达规范

和选择偏好三个方面。  

在情绪体验方面, 辩证思维通过影响个体对

情绪事件的认知评价来影响个体的情绪体验。上

文提到, 前人研究发现东亚文化下的个体因为受

到辩证思维的影响, 更能接受矛盾的信息和观点, 

容易对同一事件或事物有着相反的评价。这种影

响对个体在网络上遇到情绪事件时对事件的认知

和判断应该一致。Lu 等人(2017)发现在群体冲突

中, 正是对群体事件的辩证的认知评价导致了中

国人体验到更多的混合情绪。因此, 本研究预期

辩证思维也会影响个体在遇到网络情绪事件时的

体验, 导致他们更容易体验到混合情绪, 而非单

纯的强烈的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人们的情绪表

达是自身情绪体验的外显行为表现(Gross & John, 

1998)。如果东亚文化下的个体的情绪体验更混合

而非极端, 那么他们也可能更少地在网络上表达

极端情绪。 

在情绪表达方面, 出于对文化认同、获得社

会接纳的动机, 人们表达自身情绪的方式也会受

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影响(Social Norms, Hochschild, 

1983)。关注情绪表达的研究发现, 西方文化鼓励

个体自由和开放地表达和分享自身情绪; 而东亚

文化则更强调克制的情绪表达, 以免自由开放的

情绪表达伤害他人的感受或引起不必要的人际冲

突。例如, 表达强烈快乐可能引起他人妒忌, 表达

强烈的悲伤也可能影响他人(Butler et al., 2007)。

在如今即时社交软件迅猛发展和全民高度参与的

网络环境下, 人们在网络上言论的曝光程度可能

比现实生活更高, 一言一行都可能受到他人的关

注。因此, 出于通过遵循社会规范来避免他人谴

责、获得社会认同的动机, 人们可能会更加服从

文化规范。Hsu 等人(2021)对美国人和日本人在社

交媒体平台推特(Twitter)中的情绪类型进行了对

比, 发现两个国家的推特用户都倾向于在社交媒

体上发布更多与他们文化价值观相符合的情感内

容, 表明个体出于文化认同动机, 在网络上的情

感表达也遵循自身社会文化对于情感和行为的表

达规范。因此, 与西方文化相比, 东亚文化所鼓励

的隐忍克制的情绪表达方式也可能会使人们更少

地在网络上表达极端情绪。 

在情绪选择偏好方面, 研究表明, 东亚文化

下的人们不仅体验到更多混合情绪, 也更接受自



第 11 期 陆敏婕 等: 网络极端情绪表达和传播的文化差异：辩证思维的影响 1761 

 

 

身的混合情绪, 不会刻意减少这种矛盾体验; 但

是, 西方个体则多数认为混合情绪是不合理的存

在, 倾向于尽量消除这种情绪体验, 将其统一成

单纯的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Goetz et al., 2008; Lu 

et al., 2020)。例如, 网络情绪研究就发现, 美国推

特用户接触到矛盾、冲突的观点后, 会令他们更

加坚持原来的观点、政治立场更加极化(Bail et al., 

2018)。 

另外, Tsai (2007)的一系列研究也发现东亚文

化下的个体更偏好冷静平和 (低唤醒情绪 , Low 

arousal emotion), 并且倾向选择舒缓的音乐、低强

度的运动等活动来体验和维持平静平和的情绪状

态; 而西方人则希望最大化积极情绪, 认为热情

快乐是最理想的情绪体验 (高唤醒情绪 , High 

arousal emotion), 更喜欢能带来刺激体验的产品

或行为活动来获得高昂的情绪体验(Sims et al., 

2015)。因此, 在网络情绪传播中, 东亚文化对混

合情绪、低唤醒情绪的偏好也可能会使东亚文化

下的个体比西方个体更回避带有极端情绪的言论, 

并更少选择极端情绪进行传播。 

4  研究构想 

基于上述对情绪跨文化研究的梳理和论证 , 

本研究提出：在西方文化的网络环境下, 人们更

容易体验和表达极端情绪, 而且带有极端情绪的

内容也更容易获得关注和传播; 但是, 在中国和

东亚地区, 人们因受到辩证思维的影响而更偏好

低强度的情绪而非极端情绪, 会更少地在社交媒

体表达极端情绪及选择极端情绪进行传播。为检

验这一假设, 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研究内容展开

(研究内容框架见图 1)。 

(1)通过大数据分析, 考察不同文化下网络极

端情绪表达和传播的特点和规律。相比西方国家, 

网络极端情绪在辩证思维水平高的中国及东亚地

区是否更少地被表达和传播。 

(2)考察辩证思维如何影响网络极端情绪的表

达和传播, 其中包括考察辩证思维对个体的极端

情绪体验、社会文化规范遵循以及极端情绪的偏

好和关注三个方面的影响。 

(3)辩证思维能否对网络极端情绪表达和传播

进行调控, 以及能否通过减少极端情绪传播而起

到减轻群体态度分裂的积极作用。 
 

 
 

图 1  辩证思维影响网络情绪表达和传播的机制 

 
4.1  研究 1：网络情绪表达和传播的文化差异 

研究 1 将在推特上抓取美国和日本用户数据

信息并对信息内容进行分析, 分别以美国和日本

代表低和高辩证思维文化 (Schimmack et al., 

2002)。由于研究 1 的目的是初步明确网络极端情

绪表达和传播是否存在文化差异, 所以暂时不把

诱发网络情绪的事件内容或具体议题纳入考虑。

为排除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段发生的社会事件的影

响, 参考 Hsu 等人(2021)的研究, 我们将采取随机

方式对社交平台的言论数据进行抓取。我们将在

过去一年的每一个小时随机抽取 100 条推文或微

博。我们将通过 Python 软件包 tweepy 和 Twitter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来获取推

特数据。 

获 取 数 据 后 , 我 们 会 用 情 感 分 析 工 具

SentiStrength (Thelwall, 2017)对信息的情感内容

进行分析 , 从而获得每条信息的极性和强度得

分。参考前人研究(见 Hui et al., 2009), 我们将通

过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得分的相关性、两个得分

的差值绝对值、同时含有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

推文数量等不同指标作为极端情绪指标, 来比较

极端情绪表达的文化差异。在极端情绪传播上 , 

以推文的点赞次数和转推次数作为情绪传播的两

个 指 标 。 然 后 , 我 们 会 通 过 多 层 线 性 模 型

(Multi-level Linear Model)来分析极端情绪对信息

的点赞和转发数量的预测力, 考察不同文化下极

端情绪的传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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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研究 2：辩证思维影响网络情绪表达和传播

的机制 

研究 2 通过标准化问卷和实验室研究进行进

一步探究。研究 2 包含两个研究 2a 和 2b, 研究

2a 关注情绪表达, 研究 2b 关注情绪传播。 

4.2.1  研究 2a 

研究 2a 先通过问卷来测量美国和中国网民

的辩证思维水平, 来比较两个国家的网民在辩证

思维水平、极端情绪体验和情绪表达内容上的差

异, 并检验辩证思维与极端情绪体验、情绪表达

的关系。参与者需要先填写辩证思维测量问卷

(Dialectical Self Scale; Spencer-Rodgers et al., 

2018), 并报告他们当前的情绪感受作为情绪的基

线水平 (情绪评价量表 , Affect Evaluation Scale, 

Tsai, 2007)。然后, 参与者将会随机分配到不同的

情绪诱发组。情绪事件将采用前人使用的具有跨

文化普适性的道德情绪性事件来诱发个体的情

绪。情绪诱发任务后, 所有参与者需要再次报告

自己当前的情绪体验。 

如上文提到, 在网络发布内容可能引起更多

的外界反馈, 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的观点

和情感时可能需要更加谨慎, 有更强烈的迎合社

会期待的动机。因此, 比起现实生活中的情绪表

达和分享, 在社交媒体上的情绪表达和分享可能

更需要符合社会文化规范, 从而更多地受到文化

的影响。为检验这一心理机制, 研究 2a 的参与者

在情绪诱发任务后将会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表达

组。在私下分享组, 参与者要求将自己对事件的

感受写下来并私信给自己的一位好友进行分享 ; 

在社交媒体分享组, 参与者要求将自己对事件的

感受写下来并发表到一个虚拟的社交媒体账户上

进行分享。对于参与者分享的内容, 我们将另外

招募评分者对内容的情绪极性和强度(从而计算

出分享内容的情绪极端程度)、点赞和转发意愿进

行评分。我们预期对比人们在社交媒体情景下发

布的情绪信息和私下分享情绪信息的区别, 人们

在社交媒体情景下发布的内容会比私下分享的内

容更受文化规范的影响, 中美两国网民会表现出

更大的文化差异。 

4.2.2  研究 2b 

研究 2b 通过实验室操控个体的辩证思维, 考

察操控对极端情绪传播决策的影响, 并提供因果

证据。考察网络情绪传播的前沿研究发现, 情绪

相关内容更容易在网络扩散的心理机制之一是与

情绪相关的词更容易捕获到人们的注意 (Brady 

et al., 2020)。眼动追踪技术考察视觉注意分配是研

究个体对情绪信息注意的一种重要手段(Isaacowitz 

et al., 2008)。前人也通过眼动追踪技术发现当人

们认为某种情绪对他们更有意义时, 他们会更多

地关注这种情绪(Fung et al., 2019; Fung et al., 

2021)。参考这些研究, 研究 2b 将通过眼动追踪考

察人们对极端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好是否为他们选

择极端情绪进行传播的机制之一。 

研究 2b 的参与者到达实验室完成眼动校准

后, 将被随机分配到辩证思维启动组和线性思维

启动组。在辩证思维启动组, 参与者需要读一篇

科普文章, 文章内容将介绍辩证思维及其在帮助

人们解决问题、获得成功方面的优越性; 而在线

性思维启动组 , 文章将介绍线性思维及其优越

性。前人研究已经证明这种范式在不同文化群体

当中都能有效诱发参与者的辩证思维和线性思维

(Lu et al., 2020)。阅读文章后, 参与者需要列举 3

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支持文章的观点, 以检验

参与者是否受到文章观点的影响, 即实验操控是

否成功。 

然后, 眼动实验部分将采用 Morel 等人(2014)

的自由观看眼动追踪范式, 通过 Eprime 进行编程

以及眼动仪 EyeLink 1000 Eye Tracker 捕获参与者

对不同的社交媒体短文本的注意信息。短文本信

息刺激将根据 Brady 等人 (2020)的材料进行改

编。参与者将会观看 40 个按随机次序显示的文

本刺激(消极和积极刺激各 20 个)。每个刺激由一

个极端情绪短文本和一个非极端情绪短文本配

对同时出现 , 两种文本出现在屏幕中的位置将

作平衡控制。自由观看后, 所有刺激会再次出现, 

参与者需要在两个文本中选择一个进行点赞和

转发。 

参考前人对情绪信息注意的眼动研究(Isaacowitz 

et al., 2008), 我们将采用兴趣区 (AOI, area of 

interesting)分析法分析眼动数据。具体而言, 实验

将设置文本内容区域为 AOI, 获取 AOI 内的平均

注视持续时间(AFD, average fixation duration)并

进行分析。我们将计算同一试次(Trial)中两种短文

本 AFD 的比值均值作为结果变量, 极端情绪文本

AFD 与非极端情绪文本 AFD 的比值越高代表个

体对极端情绪信息的关注越多。 



第 11 期 陆敏婕 等: 网络极端情绪表达和传播的文化差异：辩证思维的影响 1763 

 

 

4.3  研究 3：启动辩证思维对情绪表达传播的影响 

4.3.1  研究 3a 

研究 3a 通过在社交媒体用户中启动辩证思

维(Alter & Kwan, 2009)和现场实验, 检验辩证思

维能否减少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和传播极端情

绪。如上文提到, 极端情绪表达和传播会加剧政

治态度分裂(Iandoli et al., 2021)。研究 3 预测, 日

常辩证思维启动的调控作用不仅体现在使个体更

少地表达、关注和传播极端情绪的内容, 还会在

对外群体的态度上表现出来, 如改善对外群体的

态度。参与者将被随机分配到辩证思维启动组和

控制组, 参与为期 20 天的调查。与实验 2b 相似, 

在辩证思维操控组, 参与者需要先阅读关于辩证

思维的文章, 然后需要在每天早上记录一件可以

支持辩证思维文章的生活事件 , 以加深启动效

果。在控制组, 参与者先阅读一篇普通科普文章, 

然后在每天早上只需要记录发生在昨天的一件普

通事件。Alter 和 Kwan (2009)的研究表明, 辩证思

维在美国人当中也可以启动。 

同时, 参考 Bail 等人(2018)的现场实验研究, 

在为期 20 天的调查中, 两组参与者需要关注一个

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社区。这个社区实际上

是一个虚拟讨论社区, 讨论组和发现均为实验人

员虚构, 将会在 20 天内每天随机发布 6 条言论。

言论将从社交媒体网络上发布的内容进行选择和

改编, 包括极端情绪程度高、中、低的言论各 40

条(情绪极性和立场作平衡控制)。参与者需要每天

在前一天的 6 条言论中选择两条进行点赞和评

论。另外, 我们将在参与者开始 20 天之后再次测

量他们对事件的态度和对外群体的态度, 作为群

体态度变化的测量指标。对比参与者对外群体态

度的前测和后测, 我们预期在控制组, 参与者在

调查后对外群体的态度会有所恶化, 但是在辩证

思维调控组, 参与者对外群体的态度恶化程度会

减轻。 

4.3.2  研究 3b  

结合研究 3a 的研究结果, 研究 3b 将通过主

体 建 模 仿 真 技 术 (Agent-Based Modeling and 

Simulation)考察极端情绪传播策略对复杂人际网

络中的群体分裂演化的作用后果(Jackson et al., 

2017)。研究 3b 和 3a 的区别在于, 研究 3a 的参与

者只需要单向对一个虚拟社区里面的个体进行关

注或评论, 这些虚拟个体不会与参与者发生互动

和关联; 而研究 3b 通过建模仿真, 可以允许主体

之间发生互动, 模拟真实网络环境当中极端情绪

在复杂和动态的互动中对群体态度分裂的影响过

程和结果。 

研究 3b 通过 Netlogo 仿真软件, 构造主体规

模为 120 的全耦合无标度网络。我们假设主体在

互联网上可以充分分享信息和互动, 因此使用全

耦合网络, 使得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都可以相连

接。初始观点设置将参考研究 3a 的 120 名参与者

的前测观点值。在整个交互过程中, t 为每个交互

试次。由于情绪策略传播和时间的交互作用显著, 

随着时间推移, 情绪传播策略对群体态度的影响

是非线性的。因此, 我们将参考 Goldenberg 等人

(2023)的研究, 设置主体 i 的态度值在每一次与另

外的潜在主体 j 交互过程中的情绪选择策略系数

和态度更新系数。 

情绪测量系数将根据研究 3a 的结果计算和

设置。我们会模拟个体使用不同情绪选择策略对

于人际网络分裂的影响, 对比 5 种情绪选择策略

下的网络演化过程 , 分别是辩证思维组真实决

策、控制组真实决策、随机策略、极端情绪策略

和非极端情绪策略。辩证思维决策和控制组决策

的系数会使用实验 3a 中的真实数据计算得出, 随

机、极端和非极端情绪策略的系数会通过模拟获

得。对于随机策略组, 主体会从 6 条言论中随机

选择 2 个网络内新的主体发生联系; 对于极端情

绪策略组, 主体会从 6 条言论中选择 2 个极端情

绪的言论主体发生联系; 对于非极端策略组, 主

体会从 6 条言论中选择 2 个非极端情绪的言论主

体发生联系。 

与研究 3a 的 20 天调查相一致, 我们将对实

验重复模拟 20Trials, 仿真时长为 1000 回合。在每

个模拟试次后 , 我们通过同配系数 (Assortativity 

Coefficient, Newman, 2003)来测量网络所有主体

节点间的关系, 同配系数范围值为−1 到 1, 越倾

向于 1 代表网络中具有相同态度的主体联系紧

密、持不同态度的主体之间不紧密(即“物以类聚”, 

网络中的正反两方呈现分裂状态), 而越倾向于−1

代表持有不同态度的主体联系更多、网络更紧密

(即“异类相吸”)。为了考察主体网络结构随着时间

推移发生的动态变化, 每一个试次, 我们会通过

对数增长模型(logarithmic growth model)对试次进

行转换处理, 然后考察策略与时间试次之间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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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 

我们预期控制组真实决策、模拟极端情绪选

择策略会与辩证思维组真实决策、非极端情绪策

略有显著差异, 即前面两种策略会导致整个网络

的同配系数更高, 表明极端情绪策略会导致群体

间态度更分裂, 但是非极端情绪策略和辩证思维

决策则可缓解这种负面效应。 

5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 本研究旨在结合大数据分析、问

卷测量、眼动追踪和心理启动等手段, 探究辩证

思维对网络极端情绪的表达和传播的影响。本研

究期望实现三个子目标。第一, 通过大数据分析

比较网络极端情绪表达和传播的跨文化差异性 , 

揭示和总结出中国网络环境下极端情绪表达和传

播的特点和规律。第二, 通过心理行为研究解释

辩证思维影响极端情绪表达和传播的作用原理和

心理机制, 即辩证思维减少个体对极端情绪的体

验、表达和偏好。第三, 基于上述两点, 通过现场

实验和建模仿真技术检验辩证思维作为一种心理

调控手段在现实网络环境中减少网络极端情绪表

达和传播的有效性。 

5.1  理论意义 

目前, 在网络情绪传播的研究中, 传播学、信

息学等学科的研究多关注网络情感信息的传播模

式、网络特征和演化规律等, 考察个体在网络中

的情感心理和决策过程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

段(Goldenberg & Willer, 2023)。而考察这些过程如

何受到个体认知方式、文化价值观等心理因素影

响的研究则更少。本研究关注网络情绪现象可能

存在的文化差异, 结合人们受文化影响的辩证思

维方式, 从个体的情绪体验、情绪表达规范、情

绪偏好选择等心理机制深入考察辩证思维的作用

原理。这为网络情绪传播研究提供出了心理学视

角, 在解释网络极端情绪传播现象方面丰富了现

有的网络情绪理论。 

另外, 本研究为网络情绪研究提出基于中国

文化背景的创新性理论和实证依据, 有助于丰富

情绪领域的跨文化研究。2021 年, 美国社交媒体

公司 Facebook 被爆出通过向用户推送仇恨、愤怒、

分裂等内容来吸引用户以保持用户对平台的关注

和 参 与 的 丑 闻 , 在 世 界 范 围 引 起 轩 然 大 波

(Goldenberg & Gross, 2020)。如何减少公众对网络

极端情绪的关注、表达和传播并不是中国网络舆

论管理的特有问题, 而是全球性问题。本研究关

注文化的影响, 提出并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

证思维减少网络极端情绪表达和传播的可能性 , 

并通过多种方法对其进行检验。这将为兼顾中国

文化背景、中国文化回答全球议题的可能性提供

理论依据和实证价值。 

5.2  应用意义创新 

对于如何进行网络舆情的疏导和治理, 过往

大多数的研究和讨论更多关注于网络信息监管、

主流媒体引导和制定法律法规等宏观层面的调控

手段, 缺乏针对民众情绪的直接干预和调控策略

(Pinus et al., 2023)。 

首先, 对于公众来说, 本研究有助于培养网

民理性, 提高公众自身对网络极端言论和情绪的

应对能力。网络上海量信息的堆积和一些极端言

论的传播容易使情绪在网络中被渲染和发酵, 导

致公众情绪失控、心理失衡和行为失德。辩证思

维是广泛根植于我国民众思想中的一种思维模

式。本研究结合这一心理特点, 提出辩证思维可

作为一种减少极端情绪表达和传播的心理调控方

式, 是一种自我主导、切实易行的手段, 同时也体

现出公众作为情绪的主体在应对复杂网络环境的

主观能动性。公众可以通过辩证思维自主进行心

理调节, 辩证客观地认识事实真相, 理性克制地

表达情绪和需求, 从而避免自身情绪极化和心理

行为失控等负面后果。 

其次, 本研究有助于政府管理部门和决策者

更好地把握网民心理、管理网络舆情。把握网络

情绪传播规律是政府部门科学、高效地管理网络

舆情的基础。本研究聚焦我国国情和文化背景 , 

有助于政府管理部门和决策者了解我国民众在网

络上表达情绪、传播情绪信息的心理和行为规律。

政府相关部门可以从宣传和教育入手, 鼓励民众

通过辩证思维进行自我调适, 理性地表达个人情

绪、有选择地传播情绪信息, 从而形成政府和公

众共同参与构建理性平和的网络舆论环境的良好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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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have found that digital emotion contagion, polarized emotion in particular, was 

associated with adverse outcomes, such as spread of fake news, political segregation, etc. This project aims 

to examine whether dialectical thinking, a thinking style that is more prevalent among East Asian cultures 

than Western cultures, can decrease the expression and contagion of polarized emotions on social media. 

This project may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s of digital emotion contagion process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n addition, this project can provid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makers to develop 

interventions for cultivating a peaceful and rational social men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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